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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基础可划分为综合型知识基础与分析型知识基础，知识基础决定了高技术研究机构研发组织模式的构造。依据两类知识基础，构建了高技术研究机构研发组织的象限模型，提炼了一体式、合同式、平台式三种高技术研究机构研发组织模式，并选择国内外6个代表性高技术研究机构进行案例研究，比较了不同模式的研发导向、研发集成、资源配置、研发分工、成果转化特征，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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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nowledge base can be classified as analytical knowledge base and synthetic knowledge base, knowledge base determine the R&D organization model of high-tech research institute. Based on the two kinds of knowledge base, formulate a quadrant model of high-tech research institute, and put forward integrated model, contract model and platform model. Conduct case studies of six representative high-tech research institute, compare their research orientation, research integr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research division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and provid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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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推进共性技术的供给与有效扩散。产业共性技术的供给是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薄弱环节，对于如何促进共性技术的有效供给，有效组织高技术研究机构研发活动，一直是一个难题。不同类型研究机构的研发分工存在明显差别。基础类研究机构一般按照学科、专业分工，有利于学科和专业发展，缺点是学科之间缺乏有效集成，难以完成跨学科项目。开发类研究机构一般以问题或者产品分工，按照项目来进行组织，有利于集中攻关重大项目，缺点是容易脱离学科前沿。高技术研究机构的研发组织则面临较为复杂的情形，高技术研究机构定位在国防军工、先进制造、纳米、医药等领域，由于知识基础（knowledge base）的差异，产业创新过程存在很大不同[1]。知识基础指的是联系产业与知识创造的，在产业中相同类型知识创造组织之间可以共享、共用的基础性信息或知识[2]。知识基础可以分为分析型知识基础（Analytical knowledge base）和综合型知识基础（Synthetic knowledge base），综合型与分析型知识基础的差异性，会影响到知识创造、知识内容、知识传递、以及知识互动等多个方面，从而影响到研发组织模式的设计。
综合型知识基础与分析型知识基础的研发组织具有比较大的差异。综合型知识基础的领域，工程在领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大量隐性知识交互，需要地理邻近以增进隐性知识的传递[3]。例如，王大珩在研制大型光学跟踪电影经纬仪过程中，从基础理论到研究、设计、制造、装调、检验和试验、装备提供“一竿子插到底”，合作双方的空间距离与文化距离比较近，内部一体化的交易费用比较低，倾向于垂直整合的研发模式[4]，技术研发者去实现成果的产业化可以节省知识显性化的时间[5]。分析型知识基础的领域，科学在领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同行之间的网络联系非常重要，对于地理邻近性不是很敏感[6]。例如，Pisano[7]针对生物制药、纳米、生物农业的领域特征，界定了“基于科学的商业”的创新范式，科学突破不仅成为创新的主要来源，而且原本相对游离于商业之外的纯科学研究参与其中并扮演核心角色。然而，研究领域知识基础如何影响高技术研究机构研发模式，基于知识基础视角可以将高技术研究机构划分为哪些类型，还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8]。
为了弥补上述研究缺陷，本文进行了相关理论研究与案例研究工作，分析高技术研究机构的知识基础特征，构建分类体系，提炼一体式、合同式、平台式三种高技术研究机构基本类型。选择美国能源创新中心、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美国制造业创新研究所，以及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春光机所）、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深圳先进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以下简称：苏州纳米所）进行案例分析。作者于2014年5月赴长春光机所，2014年7月赴深圳先进院，2014年10月赴苏州纳米所分别进行了为期10天的调研，受访对象包括研究机构领导，课题组长，衍生企业负责人，访谈时间人均2-3个小时。在案例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对比一体式、合同式、平台式三种类型高技术研究机构研发模式特征，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和启示。
2理论模型
高技术研究机构从事不同领域高技术的研发活动，有的从事国防领域的高技术研发活动，有的从事先进制造领域的高技术研发活动，有的从事纳米、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的高技术研发活动。不同领域的知识基础存在差异，从而影响到研发组织模式。依据领域属于综合型知识基础还是分析型知识基础，可以将高技术研究机构分为图1中的4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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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知识基础的高技术研究机构分类

（1）平台式
平台式高技术研究机构的领域体现出强综合型知识基础、强分析型知识基础的特征，既具有较强的科学基础，与基础科学关系紧密，又具有较强的工程基础，与产业发展关系密切，既具有大量的隐性知识，又具有大量的显性知识，处于公共与私人领域交互，科学与非科学领域交互的中间地带，既不完全属于基础研究，也不完全属于应用开发，既要考虑技术的可行性，也要考虑市场的可行性，例如先进材料、医学设备等产业领域，通常属于“巴斯德象限”的研究领域[9]，是一种松散耦合的方式。为此，将第1象限称为“平台式”高技术研究机构，以体现研究领域科学性和工程性都很强的特征[10, 11]。
（2）合同式
高技术研究机构的领域体现出强分析型知识基础、弱综合型知识基础的特征，高度依赖于科学基础的研究领域，例如生物技术、制药等产业领域为主，研究领域的知识编码程度高，显性知识占主导，比较容易进行跨区域的知识传递。专利或正式出版物在领域知识传递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同行互动网络学习等方式实现知识的传递，是一种解耦合的方式。为此，将第2象限称为“合同式”高技术研究机构，以体现研究领域依赖科学研究的特征。
（3）第3象限
高技术研究机构的领域体现出弱综合知识基础与弱分析知识基础的特征。在此情况下，高技术研究机构的研究领域的科学基础和工程基础都很低，这与绝大多数高技术研究机构的经验事实并不相符，在实践中很少存在。
（4）一体式
高技术研究机构的领域体现出强综合型知识基础、弱分析型知识基础的特征，通常属于偏工程的领域，具有比较强的工程基础，例如国防设备制造、能源等产业领域为主。研究领域的知识缄默程度低，隐性知识占主导，知识具有粘性，高度依赖于技术发明者个人的经验知识，技术诀窍、工艺、实践技能起着重要作用，难以通过编码化的方式传递，通过干中学、用中学和交流中学等多种方式实现知识的传递，需要研发机构和生产机构的紧密耦合[12]。为此，将第4象限称为“一体式”高技术研究机构，以体现研究领域工程性强的特征。
3案例研究

3.1一体式

3.1.1美国能源创新中心
能源创新中心的研发组织参照“曼哈顿计划”研制原子弹，MIT林肯实验室开发雷达，AT&T贝尔实验室开发晶体管，以及2007年能源部设立的3个生物能源研究中心的成功运行经验，以任务为导向，强有力集中攻关[13]，集中于某一特定研究领域，基于已有能源研发基础，集成多方力量共同创新，营造快速出成果的紧迫感和研究氛围，工作范围涉及从基础研究、工程开发、潜在商业化、促进产业界进行商业化全过程，迅速实施研发和工程成果[14]。例如，人工光合作用联合中心同时进行太阳能捕获燃料制造的基础研究，潜在商业应用价值设备的工程建造等各方面活动，基于已有的模型部件快速开展工作，并不断拓展新组件。
能源创新中心由一个机构明确牵头，该机构可能是大学、企业、非政府研发机构和国家实验室，该机构需要为中心提供主要工作地点。牵头机构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将来自不同机构，具有不同学科背景，具有不同专长的顶尖人才集中“在一个屋檐（Under One Roof）下工作”，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致力于解决同一个问题，形成各方的合力，加快创新的速度。分布式建立的中心需要通过先进的信息通讯技术相连接，每一个桌面、工作站、实验室工作台以及会议室均配备有视频会议系统，实现多地无缝对接[15]。
3.1.2长春光机所
长春光机所探索建立了“所长领导下的课题负责制”[16]，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小的团队无法支撑一个完整的项目，成立了921项目办公室、大光栅项目办公室等专项办公室，由相关科研处归口管理，加大科研项目组织协调力度，确保项目按期交付用户。所长领导下的课题负责制，并不完全是所长制，也要充分激发出课题组的创新活力，给予课题组薪酬体制、管理体制、科研机制一定的自主权，但是课题组长的权力相对小得多。
课题申请方面，由分管所领导和相关管理部门组织课题的建议、申请和投标工作，而不是单靠科研人员自己的力量去争取课题；课题分配方面，由分管所领导、室主任和科研处一起遴选课题负责人和课题组成员。课题涉及光学、机械学、电子学，热学，力学多个学科，形成以各个课题组为“经”，以项目为“纬”的矩阵式组织管理；课题经费管理方面，由课题负责人、室主任、科研处、财务处及所领导共同确定，实施课题大额用款预报制度，统筹安排、合理调配全所资金，及时为课题配置各类资金，节省财务费用，利用统筹经费择优支持预研项目。各个学科相互配合，实现了资源共享，在资金使用上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3.1.3特征总结
基于以上案例，可以发现，一体式高技术研究机构贯通创新价值链的全链条，集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工程技术研究与高技术转化为一体，最终目标是促进产业化发展。其人员结构由由科学家、工程师、以及产业化人员构成，部分人员在科研和产业“双跨”，主要由机构领导评估和分配资源。强调使命导向，集成多方力量集中攻关，机构强有力的统筹人力、经费资源，以课题组为“经”，以项目为“纬”实施矩阵式组织，研发与产业化齐头并进，迅速实施研发和工程成果。成果转化以以衍生企业为主，科研人员带着技术成果创办企业。
3.2合同式

3.2.1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
弗劳恩霍夫基于学科、领域、地域对研发组织进行有效的组合，基于学科分工建立学部，基于技术领域组建技术联盟，基于地域合作建立创新集群，突破研究所的壁垒限制，合理调整研发组织，以有效地响应产业界需求，更快将技术成果推向市场[17]。
弗劳恩霍夫协会总部和研究所之间，设有“学部”这一层级，共设有信息和通信科技学部、生命学部、微电子学部、表面科技和光子学部、产品与工艺学部、国防与安全学部和材料与组件学部7个学部，以协调同一学科领域里不同研究所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科研资源的共享与高效利用，参与学会重大事项的协调与决策。
技术联盟主要针对具体的技术问题，由多个研究所科研人员自发形成。技术联盟的组织更加灵活，可以根据市场的技术需求进行及时的调整，不断增设新的技术联盟，裁撤不合时宜的技术联盟。通过联盟内相关研究所、学科、题目的密切合作，以适应当今经济和社会飞速发展对工艺技术的需求，使得企业可以直接、迅速得到 “量身订做”的解决方案。
区域创新集群由弗劳恩霍夫与区域内的大学、产业界共同出资合作建设，企业、大学、研究机构、金融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在地理集中，通过产学研耦合互动，形成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商业化生产的完整价值链，尽快将研究成果推向市场，不断产生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服务。弗劳恩霍夫协会目前共建立18个区域创新集群。
3.2.2深圳先进院
先进院实行研究中心体制，采取扁平化管理方式，研究院直接管理研究中心，共设立了40多个研究中心[18]。研究中心改变传统基于课题组的管理方式，有利于合力攻关大项目，集中力量办大事。研究中心主任对先进院负责，相当于企业部门经理的职位，可以统筹和平衡研究中心人力、财力资源。研究中心的设立需要结合深圳乃至珠三角产业发展的需求，研究中心每个PI的方向要结合中心的定位。
研究中心一般由负责基础研究、工程化和成果转化的PI构成，研究中心某一个方向可能是纯基础研究，但整个研究中心不能完全是纯基础研究，具体分工合作由研究中心主任来平衡和协调，研究中心主任的学术能力与管理能力是研究中心发展的关键。每个研究中心形成相应的体系，相互支撑，兼顾前沿科学研究、工程产品、成果转化各个层面。例如，人体组织与器官退行性研究中心有6个课题组，功能区分相对清晰。其中2个课题组以发文章为主，有2个课题组偏产业化，另外衍生的2家企业也属于课题组。
3.1.3特征总结
合同式高技术研究机构处于创新价值链中间环节，连接基础研究与产业化，与企业一起推动新技术的商业化利用。其人员结构由科学家、工程师和研究生构成，员工流动性强，与产业界多渠道、多形式互动。以市场为导向，适度统筹和平衡人力、财力资源，灵活调整研发组织，高效响应产业界需求。研究团队由负责基础研究、工程化和成果转化的科研人员构成。以技术转移为主，需求拉动，企业提出研发需求，并负责产业化。研究机构和企业定位清晰、分工明确，特色鲜明，协作紧密。
3.3平台式

3.3.1美国制造业创新研究所
制造业创新研究所与区域内的研究型大学、中小企业一道，着力打造“产业公地”[19]。产业公地指的是产业集群内可为众多中小企业可以共用的设备、工具等有形设施和知识、技术等无形资产。产业公地具有溢出性、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先进制造领域很多功能和材料需要基于各类平台技术设施构建，这类资产十分昂贵，单一的企业难以承担这类资产建造，联邦政府机构需要在产业公地打造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创新研究所立足于区域已有的基础，作为技术和服务的关键平台而存在。创新研究所提供产业公地中最为关键的设备、工具等共用基础设施，以及共性技术知识等无形资产，在产业公地打造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为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技术产业化服务，共同形成规模大、水平高的产业综合体。研究机构、产业界、政府公私多方全方位合作，深度参与，协调各自的战略规划，相互采购互补性资产，共同承担风险，共享基础设施，多方协同，利益共享。通过共同利用资源，有助于加速中小企业创新，降低中小企业创新成本，加快后续市场渗透。
3.3.2苏州纳米所
纳米所实行“三级管理，以部为主”的研发组织模式。“三级管理”指的是分为研究所、研究部和课题组三个管理层级，“以部为主”指的是研究部是管理的主体，研究部主任直接对研究所所长负责。研究所将人力资源管理的权利下放到研究部，研究部主任在人才引进方面有决定权。研究所给研究部有一定的经费，由研究部主任来合理配置，以研究部为单元进行经费核算。
纳米所以研究部为主体来协调下设的课题组，通过部内不同课题组之间的联合合作，团队集成、交叉融合、相互衔接，争取和完成国家战略需求和重大科学目标的大项目和大任务，为未来发展积蓄更多关键资源。纳米所现设有纳米器件及相关材料研究部、先进材料研究部、纳米生物医学研究部、系统集成与IC设计研究部、学科交叉综合研究部、国际实验室、印刷电子学研究部、纳米仿生研究部8个研究部。
3.1.3特征总结
平台式高技术研究机构定位在区域产业发展的关键平台，与企业共享创新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多种资源，支撑中小企业创新，促进共性关键技术研发与扩散。聚焦于通用、使能、支撑的平台性技术。人员结构由科学家、工程师、平台运营管理人员构成。以扩散为导向，适度集中研发力量，交叉融合、相互衔接，部门统筹人力、经费资源。提供“一家吃不饱，千家离不了”的设备、工具等共性基础设施，与区域中小企业共同推动研发过程，风险共担，收益共享。以平台服务为主，技术推动与需求拉动相结合，机构与企业共同推动成果转化，吸引中小企业参与研发过程，企业在研发价值链的各阶段都可切入。
4模式比较
以上根据分析框架，对国内外代表性的高技术研究机构进行了案例分析。高技术研究机构致力于解决复杂性、系统性的高技术研究难题，具有明确的时间限定、具体的科研合同、较为清晰的技术路线图[20]。基于知识基础视角，结合上述案例，可以发现一体式、合同式、平台式高技术研究机构的研发组织具有各自的特征，研发导向、研发集成、资源配置、研发分工、产业化等各个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表1对比了一体式、合同式、平台式高技术研究机构研发组织的基本特征。
表 1高技术研究机构研发组织比较
	维度
	一体式
	合同式
	平台式

	研发导向
	以使命为导向
	以市场为导向
	以扩散为导向

	研发集成
	高度集中
	适度集中
	适度集中

	资源配置
	机构领导统筹
	部门统筹
	部门统筹

	研发分工
	矩阵式组织
	灵活调整研发分工
	提供共性技术平台，多方协作

	成果转化
	衍生企业
	技术转移
	知识溢出


4.1研发导向比较
一体式高技术研究机构以使命为导向，致力于满足政府的需求，关系国防安全、国计民生的重大挑战，贯通创新价值链的全链条，目标定位更为宽泛，关键在于跨越“死亡之谷”。合同式高技术研究机构以市场为导向，受到市场的牵引，解决具有潜在市场前景的研究问题，处于创新价值链中间环节，连接基础研究与产业化，关键在于保持科研和产业化之间的平衡。平台式高技术研究机构以扩散为导向，解决既具有广阔市场前景，又需要政府大力推动的技术问题，或者市场的需求不明确，但未来存在广阔的市场需求空间的技术问题，定位在区域产业发展的关键平台，与企业共享创新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多种资源，关键在于保持开放性与凝聚力。
4.2研发集成比较
一体式、合同式、平台式高技术研究机构都对研发活动进行适度的集成，一体式高技术研究机构研发分工高度集成，研发与产业化齐头并进。合同式高技术研究机构研发分工中度集成，团队由横跨创新价值链各个阶段的人员构成。平台式高技术研究机构研发分工轻度集成，并扩大集成范围到外部中小企业。相比较而言，集成程度存在差异，一体式的集成程度最高，合同式集成程度次之，平台式的集成程度最低。集成程度与目标定位有一定关联，越朝向创新价值链下游，需要解决的问题的类型越为多元化，不仅仅涉及科学问题，还涉及工程、市场、营销等其他问题，越集中力量办大事，集成程度会不断提高。
4.3资源配置比较
随着高技术研究机构不断朝向产业化，需要解决的问题的类型变得多样化，不仅仅是科学的问题，还涉及到工程的问题，市场的问题，都需要专门的团队加以解决。一体式、合同式、平台式高技术研究机构都采取不同的研发分工，，具有比较明确的技术路线图和时间表，对研发活动进行适度的集成，有组织、有计划严格进行管理控制，组建规模团队，多学科协作，充分发挥协同攻关的优势，团队领导有力协调，集中配置人员、经费资源，改变传统基于课题组的管理方式，有利于合力攻关大项目，集中力量办大事。
4.4研发分工比较
一体式、合同式、平台式高技术研究机构的研发分工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体现在人员结构方面。一体式高技术研究机构行为主体由科学家、工程师、产业化人员3类人构成，合同式行为主体包括科学家，平台式包括科学家、工程师，还可能有企业家人员参与其中。相比较而言，一体式高技术研究机构需要专门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来推动产业化过程，这样一批人员如何管理非常关键。研究机构为科研人员从科研环境过度到产业环境提供缓冲的周期，创业的科研人员保持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双重身份”，兼顾学术研究活动和企业管理活动，难以全身心投入企业发展，缓冲周期缺乏明确的时间界限，企业难以走出研究机构的科研环境。合同式与平台式高技术研究机构则不存在这一问题。
4.5成果转化比较
高技术成果转化之初，技术一般尚不成熟，距离市场竞争要求还有相当差距，需要一段熟化的周期，才能为市场所采用。科研人员需要进入或领办初创企业，或者为技术融入外部企业提供持续支持，针对市场要求改进和完善技术。一体式高技术研究机构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式是衍生企业，机构主导完成产业化工作，拥有企业的控股权，双方形成产权关系，参与企业的运作管理，任命企业的负责人，相应的成果转化措施围绕衍生企业的生成和管理展开。合同式高技术研究机构的主要方式是技术转移，承担外部研发合同为主，外部企业是转化的主体，提出需求并转化成果，相应的成果转化措施围绕技术转移合同的谈判、履行以及信息资源获取展开。平台式高技术研究机构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式是知识溢出，与企业研发、工程化、生产紧密联系，建立正式或者非正式互动网络，具有网络性、开放性和集群性的特征，相应的成果转化措施围绕中小企业的集聚与互动展开。
5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调查研究和实证案例，对高技术研究机构的研发组织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工作，所得结论如下：一是，知识基础对于高技术研究机构研发组织模式的选择和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综合型知识基础与分析型知识基础会形成不同的研发组织模式；二是，一体式高技术研究机构表现为综合型知识基础强的特征，合同式高技术研究机构表现为分析型知识基础强的特征，平台式高技术研究机构表现为综合型与分析型知识基础都很强的特征；三是，美国能源创新中心、长春光机所代表了一体式高技术研究机构研发组织模式，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深圳先进院代表了合同式高技术研究机构研发组织模式，美国制造业创新研究所、苏州纳米所代表了平台式高技术研究机构研发组织模式。
知识基础的差异性是影响高技术研究机构研发组织模式的重要因素，高技术研究机构研发组织模式需要不断变革，以响应政府和市场多样化的需求，本文所得结论为高技术研究机构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一是，深化高技术研究机构的分类改革，高技术研究机构具有不同种类的研发组织模式，相应的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性，适用于不同的知识基础领域，需要根据高技术研究机构的知识基础，确定相应的研发组织模式，并进行针对性的改革，以提高高技术研究机构的组织运营效率；二是，赋予高技术研究机构一定的自主权，促使高技术研究机构探索更加有效的机构组织模式。对于国立科研机构的统一管理不利于提高高技术研究机构的运行效率，高技术研究机构的特征不同于基础类型研究机构和开发类研究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特点，加快改革的步伐和措施；三是，促进高技术研究机构知识基础的交叉融合，以往的研究要么将知识基础归结为综合型，要么将知识基础归结为分析型，有的知识基础是兼具综合型与分析型的特征的，需要采用平台式这一更为新型的研发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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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式


强综合：工程基础强，大量隐性知识。


强分析：科学基础强，大量显性知识。





合同式


强分析：科学基础强，大量显性知识。


弱综合：工程基础弱，少量隐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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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综合：工程基础弱，少量隐性知识。


弱分析：科学基础弱，少量显性知识。





一体式


强综合：工程基础强，大量隐性知识。


弱分析：科学基础弱，少量显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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